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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为什么是《大红灯笼》
在中国原创音乐剧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失误重

复出现。之所以无法规避，原因可能是，人们并没有充分

吸纳前人的经验、教训，也没有在充分理解西方优秀音

乐剧的创作观念与制作手法的前提下进行借鉴。避免重

复以往国内原创音乐剧创作中的失误，对着手一部新作

品的音乐剧创作者而言，是最起码的要求。另外，创作者

们要在反思中尽力把握中国文化与西方艺术之间恰当

的结合点，努力实现艺术与市场的接轨，只有这样，才能

创作出观众看得懂、喜欢看的本土作品。为了说明这一

点，可以本文笔者参与了创作过程的《大红灯笼》为例。

《大红灯笼》改变自苏童著名小说《妻妾成群》，之

前电影导演张艺谋曾将它搬上银屏，这就是巩俐主演的

著名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虽然有由小说到电影的转

化案例，但音乐剧与电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

所以在改编之前，需要考察的问题是：《大红灯笼》为什

么适合被转换为音乐剧？

首先，苏童的原著小说，戏剧性地呈现了旧时代中

女性的一种命运，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女主人公，仍无法

逃脱时代局限的禁锢，填房为姨太太并终究走向毁灭。

这一悲剧性的人生轨迹，既透视了中国历史的某一时

段，有批判力，又能将人性的脆弱、生活的无奈展现出

来，从读者和观众的接受程度来看，它是够能引发当下

读者和观众的回应与共鸣的。考察戏剧的观众性别比

率，我们可以发现，绝大多数观众都是女性。在西方音乐

剧的观剧群体中，30 岁左右的女性人数所占比例甚至

高达 70%。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对戏剧的敏感性要普遍

高于男性。《妻妾成群》便是以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它

适合改编为音乐剧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此，即可以通

过女性视角进入叙述，多角度多层次地呈现女性对家庭

权利、情感权利、生存权利的追逐与挣扎，这都是女性观

众可能感兴趣的话题。

在该剧创作者的设想中，戏中每个女人都是一种

真实存在的呈现，不需要对她们的判断与选择做过多的

歌颂、粉饰或批判，佯装起来的高深有可能走向装腔作

势，克制创作者的内心声音，让人物自己去说话，以真实

地去呈现有着七情六欲的女人形象，使她们的可爱、可

恨与可悲，自然而然地流露于舞台之上，则是一种必要

的选择。创作者没有选择讴歌梁山伯祝英台式的经典爱

情故事，没有遵循所谓艺术创作中的“痴爱定律”a，而

是选择了《妻妾成群》这个反映了人性纠结的悲剧性文

本，去呈现女人的自私、贪婪与阴谋，并对她们的善良、

天真与奉献保持坦诚的、温情的注目。简言之，从观众的

接受层面上看，主创人员想带给观众的，不仅是痛哭或

者爆笑，而是想让大家离开剧场时，能于无声处，有所思

悟。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曾对文学艺术的一种言说倾

向作出过描绘：“其作用不再只是传达或表达，而是将一

种语言外之物强加于读者，这种语言外之物既是历史又

是人们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b在《妻妾成群》主创团

体的设想中，不愿将外在于艺术的理念强加给观众，但

与此同时，又希望追踪人物在历史中留下的命运踪迹，

将踪迹赋形为音乐与舞蹈。

其次，小说原著给音乐剧的音乐创作提供了足够

的空间。苏童的这部小说，叙述本身有着一种音乐的旋

律，小说中的四个女人，出身不同，经历不同，因而心性

与气质差异很大，这本身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复调音

乐式的架构。雨果曾说：“只有音乐可以同时把几个不同

的人的心声表现出来。”小说中的三姨太，出身梨园，这

一人物设定本身就具备着戏曲音乐元素。若反复阅读文

本，对从苏童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汉语特有的音乐性柔

美，想必会有一定的体会与品味，由此，该剧创作者们对

选择怎样的音乐叙事有了初步的意识与设想，即西洋大

小调与民族五声调式交融而成的叙事性音乐。在音乐剧

《大红灯笼》中有一唱段，是男女主角的爱情二重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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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花》：“花非花，人非人，人就是花，花就是人……”歌

词是将小说中的几句文学语言作为动机，扩展为歌曲

的。这首歌词显然是受到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名诗《花非

花》的影响 c，如果说白居易的诗表达的人生如梦的感

受，表现的是一种对于转瞬即逝的美好时光的追念，那

么这首深刻白居易影响的歌曲则在深具古典气息的同

时，在包容性中又有了具体指向性：指向剧中女人的命

运。它拥有多角度的诠释空间，这首歌作为飞浦与颂莲

的爱情二重唱，可谓意味深长。

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曾对何为“新”这一问题作

出过精湛分析：“新不是时尚，它是一种价值，是全部批

评的基础：我们对世事的估价不再依据于，至少不再如

尼采一般直接依据于崇高与卑下的对立，而是依据于旧

和新的对立（对新的迷爱始于 18 世纪：一个漫长的转

变过程）。惟有一路留予逃避当代社会的异化：先于此而

撤：每一种旧语言都被直接放弃了，而每一种语言一旦

被重复了，即刻成为旧语言。如此，处于权势状态的语言

（在权力的庇护之下被生产和传播的语言），顺理成章地

成为一种重复的语言；语言的一切社会公共机构均是重

复的机器：学校，体育运动，广告，大众作品，歌曲，新闻，

都不止地重复着同样的结构，同样的意义，且通常是同

样的辞语：成规旧套是一政治事实，是意识形态的主要

形象。”d也就是说，“新”与“旧”的关系是相对的，而非

对立的，两者之间有融合的可能，只有在“旧”的基础上

发明或转换而出的“新”，才能切中我们时代的主题。《大

红灯笼》的主创人员正是希望能够在中西方艺术中各自

找准一个契合点，打通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异域之间的

界线，并能充分展示中国传统美学的特色，以构建一个

富有中国意蕴的现代舞台空间。

多年来，学界与创作界对中国音乐剧“怎样描红”、

“怎样搬演”以及“怎样原创”等话题的争议从未间断。在

该剧创作者的创作理念中，无所谓沿袭哪条路径，中国

音乐剧事业本就处于探索时期，本于无路中来，用鲁迅

先生的名言来讲，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打破所谓艺

术风格之间的藩篱，将各种风格的艺术元素融合为一个

共生共长的生命体，这是《大红灯笼》体现出的努力。具

体而言，即将西方艺术的“符号化”、“主导动机”等创作

手法，与中国传统美学中“虚实结合”、“留白”的创作手

法相结合，从剧本出发，充分扩展文字背后的想象空间。

主创者希望这一创作理念可以体现在音乐、舞蹈、舞美、

服装等方方面面，直至最细微之处，以触动观众的情感

体验，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二、 “混搭”的音乐风格
音乐剧《大红灯笼》的音乐创作经历了一番曲折。

首先进入创作团队的作曲家是一位来自台湾的作曲家。

因为台湾相对于大陆，更多地保存了传统文化的因素，

所以这种选择本身即透露出，主创人员希望这部作品的

音乐能够自动带入传统文化的气息。但因为种种原因这

种合作未能继续下去。这时，捞仔先生走进了创作者的

视野。创作团队在与作曲家捞仔沟通时，明确说明了对

该剧需要什么样音乐的整体想法：既然音乐剧是一门开

放的综合性艺术，那么，凡是能够贴切表达人物情感和

彰显戏剧张力的音乐形式都可以运用其中，但必须具有

某种古典气质。很多观众看过演出后，表示剧中音乐的

丰富性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类型分，有爵士、摇

滚、RAP、古典、宣叙、民乐等，在过渡音乐中，甚至还采

用了无调性的现代派序列音乐，可谓完成中国传统民族

音乐与西方现代流行音乐的一次跨语际实践式的“混

搭”。“根据什么东西不是中国的而来决定什么是中国

人，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矛盾状况促进了同时也削

弱了他们前所未有的步骤，即把中国文学与文化设想为

世界上为数众多的民族国家文学与文化中的一员。”e

只需将“中国文学与文化”替换为“中国音乐剧”，刘禾的

这段论述便可以被用于描述音乐剧在中国的确凿位置，

据此而言，“混搭”不仅是一种艺术风格，同时也是借助

他者重新校正自身的认识论模式。

虽然是“混搭”的音乐风格，但是具体哪些戏剧情

节中使用何种音乐风格，其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作曲

家信手拈来，并不意味着随意与草率，而是紧贴着故事

情节的运转与人物内心的流变。创造者希望在动人音符

背后寄寓多层次的文化解读空间，因此作曲家捞仔先生

设计了三种音乐主题动机：一、叙述主题；二、爱情主题；

三、矛盾主题。三种动机的并立与融合，意味着通过不同

的音乐风格，来构建独特的、丰满的音乐叙事脉络。

剧中的角色之一管家，起到了串联剧情的中介性

作用，他是陈家故事的旁观者，总是唱着说唱诗饶舌歌，

其中又加入了中国民族乐器小锣，俏皮之余，既说明了

剧情，呈现了故事，还带有强烈的讽刺意味。与此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秋日里下了一场雨》一歌，为了营造缠绵

悱恻的氛围，选用了老式爵士乐的风格，浓郁的二三十

年代老上海的味道，并有夜色式的温柔缥缈其中，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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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心绪的起伏、延续与终端。围绕着“雨”层层深入，歌曲

将“雨”的复杂意味（暗示了陈佐仟与颂莲之间性的交

往）嵌入其中，希望激发观众对主人公“性困境”的思索。

剧中有一处敲脚舞的场景，这是为了表现颂莲与

二太太之间的明争暗斗，音乐上使用中国传统打击乐，

鼓点声逐渐急促，模拟敲脚声，但从听觉心理效应上讲，

则是给听者局促不安之感，使观众能够体验到舞台上的

紧张气氛。

剧中《我是一口井》的唱段，是井中女鬼的怨歌，女

子们边唱边舞，清丽委婉，意味深长。但最初创作时捞仔

为了实现声部平衡，加入了男声，改变了原本只要女声的

设计，后来捞仔又改回了原定的创作方案。这种改动是必

要的，因为落井而死者皆是女人。捞仔又将《花非花》中的

爱情主题加入到《箫有七只孔》中，用以强化爱情主题的

力度，四位太太的矛盾主题则在《女人要什么》 《女人都

是狐妖身》 《好姐妹》等多首唱段中都有所呈现。

全剧第一场中，三姨太以戏抒情，以京剧《杜十娘》

中沉江的一个唱段来抒发自己红颜薄命的感叹。因此，创

作者挑选专业京剧演员来饰演三姨太角色。据悉，这是中

国原创音乐剧中首次植入京剧的片段，也是音乐剧舞台

上首次启用专业京剧演员。京剧本身的国粹性质，无疑加

强了本剧的本土化色彩。剧中《杜十娘》唱段，刻意被设计

为没有伴奏的清唱形式，舞台清静而空廓，主人公轻移步

走向前去，虽在庭院之中，却有如在荒郊站定，猛抬头见

碧落，只看到月色清明。与此相衬，这段音乐上也充分借

鉴了传统戏曲艺术中的“留白”手法，没有背景音乐的烘

托，只有一条清婉的声线作为犹若叹息之声的独白，再配

以《杜十娘》婉转凄凉的曲调，将三姨太内心的苦楚描画

得淋漓尽致，也为其悲剧性结局埋下了伏笔。

三、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舒展肢体语言
舞蹈是音乐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舞蹈艺术本

身，有长于抒情，拙于叙事的特点，如何充分使用肢体语

言进行情感表达，推动剧情发展而不至于跳脱，是摆在

音乐剧导演与舞蹈编导面前的难题。

在舞蹈演员的选择上，为更好地凸显民族风格，凸

显专业性，创作团队特别邀请了以表演民间舞著称的甘

肃省民族歌舞团的舞蹈演员们进组，而主要角色的扮演

者，亦都有一定的专业舞蹈功底。

为使音乐剧《大红灯笼》能够将中国古典舞与现代

舞交融为一体，使舞蹈与音乐、戏剧构成一个有机的整

体，出自甘肃省民族歌舞团的舞蹈编创人员真是煞费苦

心，匠心独运。他们准确把握舞蹈进入剧情的时机，实现

歌舞叙事的平衡与和谐。开场中，一段仆人们的群舞《有

钱能使鬼推磨》带有强烈的百老汇歌舞风格，舞蹈具有

鲜明的人物特点，歌舞喧嚣中映衬陈家迎娶四姨太的一

种颇具反讽的气氛。《我是一口井》的舞蹈段落中，表演

者既是歌者也是舞者，一束清冷的追光下，身穿洁白衣

裙的舞者幻化为井底的女鬼，持续地旋转，衣裙飞扬，仰

面朝天观望中透出生命的无限伤感，同时表达出对人世

不公的有力的质问，有如历史上跳江而死的屈原在发出

“天问”。同时她们的舞蹈，也不断地幻化为“井”的形象。

“井”，是市井，是尘世的生活，是历史的青苔的生长之

地。“井”也是她们必死的命运。演员在历史和尘世中起

舞，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咏怀。

为了表现颂莲与二太太之间杀气暗涌的情绪，主创

人员设计了面具舞的场面。黑色衣服，白色鬼魅的面具，

抽象的舞姿，整段舞蹈没有旋律，只有节奏的变幻莫测，

它们由弱到强，直到响彻整个剧院，震耳欲聋，把两个女

人之间无解的嫉妒与怨恨呈现出来，虚实互补，是主人公

的心跳，也是对观众进入情景之后情绪波动的捕捉。

《花非花》的舞蹈段落设计得很唯美，富有浓郁的

民族风情和浪漫气息，从观众席之间婀娜而至的舞者，

手持花朵定格在舞台上，将女性与娇媚的花朵相联，让

观众将视觉美感转化为心理上的爱怜之情，为叙事埋下

伏笔。剧末颂莲目睹三太太被逼投井而发疯，随着瘆人

的疯狂的喊叫，一米六长的白色水袖斗现在舞台上，直

立、飞舞、飘落……

把戏曲中的水袖作为三姨太悲情女子的符号，随

着翻飞的水袖，颂莲再次以迷乱的、苍然的状态唱出爱

情的主题“花非花”。每次在这个时候，剧场都极其安静，

许多观众在这个时候流下了眼泪。

在音乐剧《大红灯笼》中，主创人员特别强调要将

舞蹈纳入戏剧整体设计中，以流动的肢体语言表达欢乐

和悲伤，因此剧中既有抒情性舞蹈片段，也有叙事性舞

蹈段落。少爷飞浦自幼目睹家中女性之间的明争暗斗，

作为家中唯一的男性继承人，是大太太稳固地位的王

牌，他被母亲灌输“女人都是狐妖身”的可怕观念，因此

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发生了扭曲，他亲近男性而排斥女

性。音乐剧《大红灯笼》把飞浦的同性恋对象顾少爷以一

个纯粹的舞者来呈现，也是一个特别的设计。舞者，以无

声胜有声的肢体语言展示顾少爷与少爷飞浦之间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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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纠葛。在“箫有七只孔”中，飞浦、颂莲、顾少爷的舞蹈

和歌唱形成极好的互文关系，以舞蹈叙事的方式，在整

个戏剧中安排一条情感暗线，既能够在剧情上有所交

代，又能够避免通篇平铺直叙，呈现出叙事上的层次感。

《大红灯笼》的古典舞与现代舞的交融，自然是出

于整个剧情的需要。主人公的反抗情绪，无疑与传统女

性的逆来顺受不同，这毕竟是“五四”以后的新一代女

性。但因为主人公其实又深陷传统之中，难以自拔，所以

最恰当的舞蹈编排方式，自然是古典舞与现代舞的融

合。这一点上，应该说，《大红灯笼》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四、 传统写意风格的舞台空间
西方舞台艺术早期追求逼真写实的舞美风格，写

实是西方美学的一大特点，影响了很多经典戏剧作品，

如在音乐剧《猫》中，舞台上搭起逼真的巨大的垃圾场；

《西贡小姐》中，真正的直升飞机降落在舞台上……写实

舞美在西方音乐剧舞台上得到了极致的呈现。

《大红灯笼》并没有沿袭西方舞美的写实风格，舞

美方案经过了很多次修改，主创人员在写意化的舞台风

格中加入隐喻性与指向性元素。高低错落的屋檐，悬挂

着的井，饱满的荷花花蕊，层层叠叠的菊花，摇曳的烛

光，写实与写意互补，古典和现代交融，构建了一个充满

中国韵味的舞台空间。 

如第一幕第二场“花”，剧中女主角颂莲与男主角

飞浦赏菊，舞台背景是放大的铺天盖地带有中国传统泼

墨色彩的“大写意”的菊花，舞台中心没有搬上大盆真实

的菊花，而是为了配合演员的动作，仅简单地洒落了几

堆菊花，落花与舞蹈演员手中的菊花交相辉映，以点带

面，一个写意的舞台空间得以敞开。

剧中有大量色彩叙事手法的运用，红、白、黑三种色

调在剧中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色彩的碰撞亦带有暗示

性意义。开场《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场景中，密集的红灯笼

高低悬挂，一群身穿青白色衣服的仆人在红色灯笼中穿

梭，紧张忙碌地准备迎娶新娘，大胆而刺眼的白色服装和

红色灯笼的对比强烈，在整部剧的开始就呈现出不和谐

的因素，暗示着从颂莲嫁入陈家的这一刻起就已经注定

了她的悲剧宿命。在面具舞场景中，黑衣人是虚幻的人物

形象，白色的鬼魅面具在黑色的舞台场景中令人心惊肉

跳，太太们之间的居心叵测、你死我活由此被充分地表达

出来。剧终场景中，颂莲目睹三太太被逼投井而吓疯，舞

台上白色铺天盖地，挥舞的苍白水袖与漫天飞雪相辉映，

此时身穿红衣的另一位新娘嫁入陈家，开始新的宿命轮

回，整部剧的悲剧性也由此被渲染到极致。

《大红灯笼》的舞台布景，还借鉴了电影长镜头的

导演手法。三太太梅姗站在高高的楼台上演唱《杜十娘》

唱段，颂莲则默默站在楼台下面聆听，二人在舞台空间

布局中一个是远景，一个是近景。从戏剧上讲，梅姗站在

明处宣泄幽怨之情，而暗处的颂莲其实也有这样的情感

诉求，梅姗选择了“拼一个香消玉殒，死也死一个朗朗清

清”，颂莲则转向飞浦寻找爱情。戏如人生，在分割的两

重舞台空间中，一种心绪，两条路径，不同的情感之路，

却是殊途同归，走向被毁灭的命运。

“红灯笼”是音乐剧《大红灯笼》中的一个重要的主

题意象，在剧中随处可见，带有符号化意义。叶朗先生

在谈到王弼的“得意忘言”说时，将此阐释为“‘意’要靠

‘象’来显现（‘意以象尽’），‘象’要靠‘言’来说明（‘象以

言著’）。但是，‘言’和‘象’本身不是目的。‘言’只是为了

说明‘象’，‘象’只是为了显现‘意’”f。这个意象就像飞

浦一段唱词中描绘的：“我就像一只红灯笼，外表火红，

内心空洞。”红灯笼的色彩，是复杂多义的，它象征了喜

庆与红火，也象征了囚禁与幻灭。剧终时刻，舞台上方出

现一盏巨大的红灯笼，当灯笼被点亮，整个舞台上的角

色，他们的内心却也随之陷入晦暗，因为灯笼的涵义指

向了将舞台上的角色都禁锢起来的巨大的封建囚笼。

“不辨明古典精神的实际，自以为走古典路子的艺

术家很可能成为迂腐的学院派。不辨明‘感官的’一字在

希腊人心目中代表什么，艺术家也会堕入另外一个陷

阱：小而言之是甜俗、平庸；更进一步便是颓废。”g

对本土的、古典的文化元素的引入，必须让它保持

既与剧情相适应，又与别的艺术元素的交流和对话。大

象无形，音乐剧《大红灯笼》的舞台，秉承了中国传统写

意风格，以虚实相映的手法，在细节之处给予观众解读

空间，将色彩叙事纳入到整体叙事中。“在一种色彩、一

种味道、一种触觉、一种气味、一种声音、一种重量之间，

应该有一种存在意义上的交流，从而构成感觉的“情感”

时刻（非再现时刻）”h，写意风格的引入，正是为了使各

种意义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

五、 把握中国音乐剧的表演尺度
中国戏曲家、著名导演阿甲曾这样表述中国戏曲

与斯派、布派的区别：“它不同于斯氏的‘体验派’，要求

戏 剧 影 视 研 究
中国音乐剧在艺术上的回归和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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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的感情与角色的感情基本合一，并自然地产生动

作；也不同于科格兰的‘表现派’，叫演员经过体验排出

戏之后，演出时再不能动感情，只能机械重复；也不同

于布莱希特的‘间离派’，有意识对演出打岔，造成演员

和观众的‘间离’，让观众理性地冷静地去分析判断剧

情而不动感情。中国戏曲是间离与共鸣的统一、程式化

的体验与表现结合的、载歌载舞、高度综合性的舞台艺

术。”i

中国音乐剧的表演应该偏重于哪种方式？这是笔

者在长期教学中一直思考的问题。具体到《大红灯笼》的

表演风格，三种表演体系的美学特点都得到了不同程度

的体现。

某种意义上讲，角色的情感特质是被演员所赋予

的，角色也有可能激发演员的潜质，演员通过情感体验

移情于角色上，才能为角色注入鲜活的生命力与戏剧感

染力。

原著中有一个细节，颂莲在陈家生活空虚寂寞，百

无聊赖时用凤仙花染上鲜红的指甲。颂莲的扮演者章小

敏，也效仿颂莲染上红色的指甲，因为她感受到了剧中

人物对她的邀请：颂莲曾是一个多么生动、美好的女子。

也正因为如此，她的悲剧命运才会更令人怜惜扼腕。

剧中《女人要什么》一场戏表现四位太太之间的明

争暗斗，这场戏中，四位太太的扮演者就一定要抓住人

物性格特征：大太太冷漠严肃，二太太笑盈盈的一张圆

脸，却是笑里藏刀，三太太风情万种却掩饰不住倔强性

格，四太太骄傲又有些自负。演员们要从一个眼神、一个

细微动作入手，在表演中全情投入，将剧中人物性格通

过演员“由内而外”的细腻的表演呈现出来。

飞浦的同性恋身份，是剧中的一条情感暗线，演员

没有因循旧路将飞浦饰演成“娘娘腔”形象。对照曹禺先

生《日出》中的胡四形象的塑造，便可感受到类似形象在

舞台上的巨大变迁。飞浦怕女人，不敢亲近女人，是由于

家庭影响造成的是心理扭曲，他的“不能，不行”，更多是

心理上的，而不是生理上的。演员表演时要首先认识到

这一点，飞浦是一个正常人，是一个可怜的不敢去爱的

牺牲品。这又要求演员要做到“由外而内”。

音乐剧《大红灯笼》讲述的是民国旧事，这就要求

演员去仔细阅读小说原著，将角色所处的历史语境与演

员的自身经验进行对位，以此充分调动和运用自身的经

验系统，找到人物角色的感觉。剧中人物性格塑造都是

复合式的，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比如

四太太颂莲，有了知识并不意味着她就能控制欲望，有

了新知识也不意味着她能跳出旧文化的窠臼。实际上，

作为现代知识女性的她，容易走极端：极端的理想和极

端的实际。按照古希腊人的理解，命运由日神和月神掌

握，日神掌握的那一半是人能控制的，月神掌握的那一

半是人不能控制的。完全能控制的，不是命运。完全不能

控制的，也不是命运。在理想破灭后，颂莲选择了彻底的

实际，嫁入富人家做小。表面看来，颂莲好像在命运面前

低头了。但实际上她并没有完全服从命运的安排，她并

不安于做四太太。她希望能够穿越时空，做成大太太，或

者成为飞浦的恋人。颂莲的悲剧结局，缘于她与命运的

抗争。如果她安分守己，做好四太太，也就不会有悲剧发

生。这种复合式的人物性格，也是作家缘于生活中对于

人性的洞悉，这要求演唱者必须明白其性格逻辑，做出

恰当地表现。最重要的是把握其中细腻的分寸感。分寸

感，不正是中国艺术的奥秘所在吗？

中国音乐剧发展 30 多年，我们一直以西方音乐剧

的审美标准为是，来判断中国音乐剧的创作。学习和了

解西方音乐剧审美标准，这是发展原创音乐剧过程中必

不可少的环节。然而，在学习“他山之石”的同时，还须多

向内观望，在艺术上多自省，回归自己的传统，才能创作

出真正民族化、本土化的音乐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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